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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必须从长时期的地域社会变革来解释明清时期闽赣毗邻地区的抗租风潮。16
世纪以来，赣南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流民与土著成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频繁激烈
的租佃斗争实际上是地域社会变迁的表现和结果，18世纪以后，流民最终获得永佃权，赣
南抗租风潮渐趋平息，则意味着流民开始定居和“土著”化，背后更深刻的原因是清初紧张
的人地关系通过把土地分割为“田皮”、“田根”而得以缓和。闽西的抗租风潮虽没有出现流
民与土著的冲突，但仍可从地域社会变革和人地关系方面得到解释。我们还可以说，明清
时期的南方地区普遍出现的一田二主，甚至一田三主、四主的现象，更根本的原因乃是人
地关系紧张导致的对土地权利的必然分割，抗租风潮则是实现这种分割的具体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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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志繁，男，1972年生，历史学博士。南昌大学历史系副教授，330047；复旦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后，200433。 

一、 引言 

关于“永佃权”之产生，国内学者已经从经济发展与阶级斗争角度进行了大量的论述，“永佃
权”基本被视为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与地主佃农之间阶级斗争的产物。[2] 但是，在明清时期
的许多地区，佃户与地主围绕“永佃权”进行的频繁激烈地斗争可能是地区自身独特性格发
展的产物，而并非单纯的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可以解释。早在20世纪40年代，傅衣凌先生
就对明末清初闽赣毗邻地区频繁发生的佃农抗租风潮表示困惑，他强调不能单纯地从阶级
斗争出发来理解其原因，而应从社会经济角度进行探讨。傅先生并据此强调闽赣毗邻地区
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应单独进行研究。[3] 此后，许多学者对这一地区颇具特色的租佃斗
争与租佃关系进行了探讨。如卞利的研究重点在于通过解读民间文书来重新认识租佃关
系，[4] 但由于缺乏对社会层面的深入解析，因而并不能圆满地解释赣南地区永佃关系的产
生与发展。森正夫研究此一地区租佃斗争的着眼点则在于观察闽赣边界的地域社会特征，
并注意到许多有意思的社会现象，例如闽西的抗租组织“长关”与赣南的“客纲”、在城地主
与在乡土豪的冲突、商业活动与乡村土豪的关系等等，[5] 但森正夫虽然指出了租佃斗争折
射出来的地域社会特征，但对两者关系及地域社会的特征如何形成并未仔细探讨。此后，
日本学者草野靖从较长的时期和较广的空间考察了江、闽、广交界处山田开发过程和“山
寇”、“田兵”运动的特点，由此揭示明末清初这一地区的主佃对抗，是要求对租田增收再分
配的地主与佃户为确立田面权（永佃权）而引起的斗争。[6] 草野靖强调从中国历史自身特
征出发来研究明清租佃关系，并主张越出“租佃关系”的范畴，把视野扩展到旧中国契约关
系的整体结构上，这一方法论上对于认识永佃关系的形成有极大的启发，[7] 但因未将其置
于地域社会变革的长过程中来理解，有关阐释仍显得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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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为止，傅衣凌先生感到困惑的“明末清初闽赣毗邻地区频繁的抗租风潮何以发生？”这
一问题仍未得到很好地解释。人们有理由追问，如果频繁激烈的抗租风潮是这一地区独特
的地域性格使然，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该地区独特的地域性格？要很好回答这一
问题，必须从地域社会变革角度，结合实际的租佃关系与租佃斗争进行深入探讨。 

本文以16至18世纪的赣南山区为中心，尝试从明中期以来的地方社会变革的角度探讨租佃
斗争和主佃关系的演变过程，重新审视和解读明中期以来闽赣毗邻地区的租佃关系和租佃
斗争。 

二、 山区开发、流民活动与社会动乱 

明初赣南给人的印象是“地旷人稀”，曾任石城县训导的杨士奇曾形容说：“赣为郡，居江右
上游，所治十邑皆僻远，民少而散处山溪间，或数十里不见民居。”[8] 洪武初年安远典吏
杨宵远的《薄敛疏》亦言：“及行查乡曲，一望林峦，非拾级登峰，丹岩绝壑，即穿坑度
垇，鸟道羊肠。臣不禁涕涟，寸心如碎。乃知安远者，万顷山冈一线田而已矣！”[9] 赣南
“地旷人稀”状况在明中期以后逐渐改变。 

明中期以后，大量原属于里甲编户的民人脱离里甲体制，逃亡各地，形成全国性的大规模
流民运动，并一直持续到清初。[10] 赣南因其“地旷人稀”的生态状况，自然成为明清流民
活动的重要场所。学者们已经指出，大规模的流民是明清时期赣南山区的开发的主体
[11] 。明末清初，社会动乱加剧，赣南流民活动达到高峰，特别是由于顺治年间的动乱使
赣南一度极为萧条，所谓“赣南自围困以来，广逆叠犯，……死亡过半，赤地千里”。[12] 因
而，朝廷和地方官有招民开垦的措施。[13] 这样又引起更多的流民进入赣南开发垦荒。经
过清初流民迁入高潮，至清中期赣南流民活动基本停息。自明中期开始的几个世纪的流民
活动，使赣南一改明初时的荒凉景象，至清中晚期已变得人烟稠密，户口日胜，如宁都州
“国家承平百年，休养生息。四关居民数万户，丁口十万计”，[14] 州城人口多达10万。偏
僻的长宁县，至光绪年间，“无地不垦，无山不种，……今户口益稠”。[15]  

有必要指出，自明中期以来赣南山区活跃的流民运动，是和经济作物的种植，商品经济的
发展，山区市场的发育同步发展，互为动力的。建立在村落增多，人烟渐密和经济作物普
遍种植的基础上，赣南山区市场体系渐渐发育。清代墟市数量比明代增加不少，如赣州府
嘉靖年间墟市总数206，乾隆时增至281，石城、定南、龙南、长宁、信丰、雩都、会昌等
县增长尤为明显。[16] 除雩都外，以上几个县基本都是与闽、粤两省相邻的边界县。 

墟市数量增加和市场的繁荣，是市场体系趋于完善和成熟的表现。赣南的大庾县位于明清
时期著名的大庾岭商路的北端，该商道通过赣江支流章水，沟通赣江，从而与全国的市场
体系发生了联系。[17] 赣南的瑞金——汀州、筠门岭——潮州以及散处于各县山隘的许多
通道则使赣南与临近的福建、广东、湖南地区不断进行交流。由于赣南山区的开发是在外
部市场的刺激下进行的，不仅山区的各种经济作物运销外部市场，而且本地生产的粮食也
和全国性的更大的区域市场格局息息相关。[18]  

与人口迁入、土地开发和商品经济发展相伴随的，是赣南社会动乱频繁的历史过程。明中
期以后赣南地方政府面对的严重的问题，就是如何对付边界“盗区”的盗贼活动。特别是流
民开发所形成的新区域，更是盗贼的天下，而与此相邻的土著常被流民攻杀。例如：“上犹
县崇义、上保、雁湖三里，先年多被贼杀戮，田地被其占据；大庾县义安三里，人户间被
杀伤，田地贼占一半；南康至坪一里，人户皆居县城，田地被贼阻荒”[19] ；“谢碧，（龙
南）高砂堡人。……（嘉靖）二十七年，岑贼李鑑入寇，碧集乡兵御之。……斩俘众多，大
获功赏。鑑怀仇，招纳亡叛，……碧与战，被杀。族属死者三百余人，妻罗氏被掳死节”
[20] 。类似记载，充斥方志，由于盗贼问题严重，自弘治年间起，明王朝专门设立南赣巡
抚来对付四省边界的盗贼问题。[21]  

流民持续的进入使清初赣南出现了“土著少而流寓多”的情况。康熙二十三年《赣州府志》
这样描述赣州府：“且赣五方杂处，土著凋零，吴楚闽粤之民及远方贸易走险者聚集斯
地。”[22] 瑞金亦是“土著”少于“流寓”：“兼之界连闽、粤，土著十之二三，流寓十之六
七，主弱佃强。”[23] 石城县则是“主常不胜客”：“邑生齿不繁，率抚、吉、闽建之民，辐



辏踯躅，主常不胜客。”[24] 康熙十五年任兴国知县黄惟桂说：“兴邑地处山陬，民多固
陋，兼有闽广流氓侨居境内，客家异籍，礼义罔闻。”[25] 流民的大量进入，表明流民势力
渐强，成为足以和土著抗衡的重要力量。赣南亦因此在清初出现了土著与流民之间的族群
冲突，流民与土著成为清初赣南社会的两大重要力量。[26] 与此相应，赣南的主佃关系也
出现了转折性的变化。 

三、 主佃关系演变与租佃斗争 

早在成化年间，赣南当地大户就有招佃仆耕种的作法：“南、赣二府地方，地广山深，居民
颇少。有等豪富、大户不守本分，吞并小民田地，四散置为庄所。邻境小民畏差徭，携家
逃来，投为佃户，或收充家人。种伊田土，则不论荒熟，一概逼取租谷。借伊钱债，则不
论有无，一概累算利息。少弗其意，或横加摧楚，……访得南、赣二府地方大户并各屯旗
军，多有招集处处人民佃田耕种，往往相聚为盗，劫掠民财。”[27] 可见，明初赣南“地旷
人稀”，人少地多，劳动力缺少，所以“豪富、大户”才招收佃户，“四散置为庄所”，佃耕土
地。前已申论，明代窝藏流民是“非法”行为，这些被赣南当地大户收留的流民显然没有被
官府登记，而是成为大户的家丁和佃户，受当地大户的控制和盘剥，甚至成为大户为盗的
基本力量。这种当地大户利用逃移佃户勾结为盗情况相当普遍，《明实录》称：“江西盗之
起由赋役不均。官司坐派税粮等项，往往徇情畏势，阴佑巨害，贻害小民，以致穷困无
聊，相率为盗。而豪家大姓假以佃客等项名色窝藏容隐，及至事发，曲为打点脱免，互相
仿效，恬不为怪。”[28] 海瑞在著名的《兴国八议》中认为赣中流民“佃田南赣者十之一，
游食他省者十之九”，[29] 可见，赣中一带流民进入赣南佃耕土地明万历年间已较普遍。除
了赣中一带的流民之外，还有不少闽粤流民成为赣南的佃户。明末清初宁都土著魏礼回忆
说：“宁都属乡六，上三乡皆土著，故永无变动。下三乡佃耕者悉属闽人，大都建宁宁化之
人十七八，上杭、连城居其二三，皆近在百余里山僻之产。”[30]  

因此，从明中期开始，就有不少进入赣南的流民成为赣南的佃户，他们佃耕土地，受当地
大户控制，且有可能被大户利用为盗。土著则凭藉其对土地山林等资源控制的优势地位，
依靠外来佃户的力量耕种土地。 

明中期以来，赣南虽掀起了开发山区的热潮，但与喧闹的山区开发景象相反的是，部分地
区由于人户逃离而导致相对荒凉。海瑞描述以兴国为代表的赣南情况时说：“兴国县山地全
无耕垦，姑置勿计。其间地可田而未垦，及先年为田近日荒废，里里有之。兼山地耕植尚
可万人。岁入所资七、八万人，绰绰余裕也。访之南、赣二府，大概类兴国。”[31] 相对开
阔的可资耕垦的土地，不仅招来许多佃耕的流民，而且使田主即便收取较低的田租，也可
维持不错的生计。魏礼解释明代的宁都田主可以很低的田租出租土地的原因时说：“盖自明
嘉、隆、万、泰时，家给人足。素封者虽费重金，稍有赢余足矣。”[32] 明末清初一些地方
遭受兵乱，土地荒废，此时招募佃人耕种，地主往往亦会不计较田租。明末清初时另一位
宁都土著描述当时情形道：“至明末国初二三十年，抄抢荼毒，迄无宁日，土田抛荒，由来
旧矣。康熙丁巳，韩逆驻境，大兵相持者六月，死亡逃窜，户籍一空，所有出塅田亩，召
佃耕作，尚须帮以牛租禾种，此时岂有顶退哉？山庄之田荒久无耕，渐渐召人开垦，不拘
阔狭，随意交租，以为输纳之助”。[33]  

由于明代土著始终保持着对土地和科举考试等方面的优势地位，明中后期，赣南的主佃关
系基本上仍可以说是主从佃附，田主并有欺压佃户的情况，田主的优势地位也使主佃关系
基本维持了比较和平的局面。随着明末清初社会动乱的加剧和流民的大量涌入，原来比较
稳定的主佃关系开始了根本的逆转，其具体表现乃是以宁都、石城、瑞金、兴国、雩都等
地为中心的租佃斗争此起彼伏，难以平息。[34]  

早在明末清初，所谓“闽、广之人”就已在赣南进行抗租斗争。道光《石城县志》载曰：“顺
治二年乙酉九月，石马下吴万乾倡永佃，起田兵。本邑旧例，每租一石收耗折一斗，名为
桶面。万乾借除桶面名，纠集佃户，号田兵。凡佃为之愚弄响应。初辖除桶面，后正租止
纳七八，强悍霸佃，稍有忤其议者。径掳入城中。邑大户土著为多，万乾恐不能胜，又要
联客纲头目郑长春、李诚吾、连远候，结党惑众，名纲义约。王振初名集贤会，纠宁都、
瑞金、宁化等处客户，一岁围城六次，城外及上水乡村毁几烬，巡检署俱毁。”[35] 瑞金县
也受石城影响，掀起“田兵”运动：“顺治三年春，瑞金贼何志源、沈士昌纠众作乱，号田



兵。”[36] 康熙十三年的“甲寅之乱”，“田贼”又乘机而起，导致赣南一度荒凉。以宁都为
例，乾隆《宁都县志》记曰：“国朝顺治五年三月戊子，温应宣招集客纲入寇攻城。……康
熙十三年甲寅，曾若千通叛逆，自署总兵，领众数千攻宁城。……，宁人散居山砦，城内萧
条。……闽广客民流寓宁邑赁耕，聚党竟至猖獗。康熙戊辰间，李矮、李满、王焕英等恃众
抗租，田主莫敢谁何，遂据砦行劫。贡生彭荣仁、邓珣，武举曾先定相继鸣官，邑令李聘
袒护。”[37]  

上引文中提及的康熙戊辰年（1688）发生的抗租斗争过程中，知县袒护佃户，宁都土著名
流魏礼写信给知县申论田贼作乱之危害，这封信即常为后来的研究者所引用的《与李邑侯
书》。在这封信中，魏礼提出“田贼”问题的严重性：“今宁都大害，首在田贼。……夫田贼
火人之居，淫人妻女，妄斩刈人，杀越人于货，絷人索赎。”[38] 信中的“田贼”就是抗租的
佃农，魏礼认为，“田贼”乃“阳都大害”，在宁都境内无恶不作，对土著构成极大威胁。 

清初赣南“田兵”起事有二个方面是值得注意。其一，田兵主要由闽粤籍流民组成，且根据
地缘和业缘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例如“客纲”、“集贤会”等，形成当时社会的一大力量。[39] 
正因为其力量难以忽视，石城的吴万乾才“联客纲头目郑长春、李诚吾、连远候，结党惑
众，名纲义约”。[40] 即使佃户没有形成客纲这样的组织，也容易因倡乱者鼓动而形成与
“田主”对立的集团，例如石城吴万乾“借除桶面名，纠集佃户”，“凡佃为之愚弄响应”。事实
上，田主最担心的就是佃户结党起来反抗田主，“夫二十五都之忧，不在抗租而在结党，何
则？抗欠之害不过一人一家，犹有控宪究治清楚。……又其甚者，立关会以神其聚散，设条
禁以抗其田主。而按户派掠，借名公费，实则为取利肥家之计，而地方田主遂大受辖制
矣。”[41] 森正夫认为，江西三县（即宁都、瑞金、石城）的移住民（即流民）大部分是佃
户，亦有一部分非农民，他们具有较广泛的知识，组成“客纲”这样的民间组织。“客纲”和
“寇”“贼”集团有密切联系，在土著社会秩序（即由王朝政府支持的，由乡绅士大夫统率的
秩序）外存在。[42] 但是，由于明清鼎革之时，国家政权存在一定的真空，因而流民有可
能与官府勾结在一起，打击土著。例如，瑞金县“田兵”知县“刘翼利其赂而主之”，“总兵周
之蕃”“悉徇田贼所欲，竖碑县门，勒以为例”，乃是瑞金流民一度争取到官府支持的表现；
[43] 魏礼之所以写信给“李邑侯”，也正是因为宁都知县支持了“田贼”的要求。因此，与其
说流民集团是在官府和士大夫控制的秩序外存在，毋宁说流民与土著共处于同一地域社
会，已形成对土著地位构成挑战的社会集团。 

其二，田兵的发起者都以“均佃”、“除桶面”等变革租佃关系的口号来号召佃农。如“瑞金贼”
何志源等人倡乱，何志源自己不是佃户，而是“皂隶”，同时起事的还有“应捕张胜，库吏徐
矶，广东亡命徐自成、潘宗赐，本境惯盗范文贞等”，他们的口号是“旗帜号色皆书‘八乡均
佃’，均之云者，欲三分田主之田，而以一分为佃人耕田之本。其所耕之田，田主有易姓，
而佃夫无易人，永为世业”，一时之间响应者众，“故悍者倡先，懦者陪后，皆蚁聚入城，
逼县官印‘均田贴’，以数万计。”[44] 道光《宁都直隶州志》认为，田兵起源于与赣南临近
的福建汀州黄通的“较桶之说”：“按田兵之起，始于汀州留猪坑民黄通与石城温姓相仇杀，
通思大集羽翼，乃创为较桶之说。盖汀州乡俗，以二十升为一桶，名曰租桶。及粜则以十
六升为一桶，曰衙桶。通倡论：凡纳租悉以十六升之桶为率，一切移耕、冬牲、豆粿、送
仓诸例皆罢。移耕，即阳都所谓批赁。冬牲、豆粿，即阳都所谓送年鸡鸭及送年糯糍等名
目。诸佃闻通言欢甚，归通恐后。通遂率数千人攻劫城邑，号田兵。”[45] 变革租佃关系能
被利用作口号，得到大规模的响应，反映了当时租佃关系的紧张局面。 

魏礼的《与李邑侯书》解释了受到佃户们强烈抗议的各种租佃名目。他说：“所谓桶子者，
即正租也。官斛收租，天下达例，下乡习用小斛，田主因其俗便，不为更张，计应补正斛
若干，谓之桶子，非从正租外别有桶子也。所谓白水者，即批田也。佃户初至，或不能即
办批田银，田主许之宽假，计银若干，岁入息三分，统俟冬收交纳，是谓白水。及既入批
田银，则无白水矣。此乃田主宽通佃户之盛心，而反以为罪目乎？所谓行路者，盖田主未
必皆至田所，委次丁收获，凡出入车晒，率是仆之任。或佃有顽欠，催取频加，屑屑道
路，佃户量与酬劳，原未尝有多寡定额也。”[46] 魏礼解释的主要有“桶子”、“白水”、“行
路”三种名目。“桶子”，是指宁都下乡的桶比官桶小，地主收租时要求佃户多交，和上引道
光《宁都直隶州志》说汀州田主用大桶收租同理；[47] “行路”则是田主要求佃户负担的收
租脚里费用；“白水”则和“批礼银”有关，具有一定的高利贷性质。时人解释批礼银时说：
“田山批赁。田主按赁收租，佃户照批掌耕，彼此借以为凭，原不可废。但批赁时，田主必



索佃户批礼银，并创十年一批之说”，[48] 可见“批赁”一开始只是田主准许佃户耕种的手
续，后来田主才加上手续费“批礼银”。宁都的租佃名目繁多，还有“移耕、冬牲、豆粿、送
仓诸例”。“移耕”即魏礼所讲批田银，至于“冬牲、豆粿、送仓诸例”，“送仓”大约等同于“行
路”，即要求佃户送租，如不送，则多交租，“冬牲、豆粿”则“佃户于出新时，或于年节致
送一二”。 

如此繁多的租佃名目，显然都是田主附加上去的，佃户想革去似也合情合理。问题在于，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附加项目，而田主魏礼又认为合情合理，不可革去？这个问题必须
从明以来赣南的山区开发和经济发展、人口增长、社会变动等方面综合考虑。 

四、 “批赁权”与“永佃权”的矛盾 

前已论述，明中期至清初，赣南山区的开发和流民活动几乎同步发展，在外部市场的刺激
下，赣南经济格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一过程带来两方面后果：第一，人口的增加引起
人口土地比例的变化。明中期以来，赣南一直是人口迁入区，但历经数百年的人口迁入，
赣南在清初已成了人口外迁区。[49] 与此相应，赣南人地关系也开始紧张起来，[50] 清初
雩都土著所说“雩本山县，田多荆榛，初居民甚稀，常招闽、广人来耕，其党日多”，[51] 
即是这个过程的反映。这就导致了土地价格的上升，乾隆初年信丰县民王道明在供状中就
说到“如今民多田少，田价比往年贵了好几倍”，[52] 从中可见清初赣南人地关系紧张的状
况。第二，经济作物种植更加普遍。闽粤流民种植的经济作物，在明代主要是蓝靛，在清
代则有烟叶、甘蔗、花生和经济林木等。加上赣南市场体系逐渐完善，可以借助赣江—大
庾岭商道沟通南北，还与闽粤赣湘等省有密切的商品交流，流民种植经济作物有可能获得
更高的利润。[53]  

赣南山区开发和经济发展的过程，必然影响到土地租佃关系。魏礼的信中有两点值得注
意。其一，明代流民是以亲缘方式组织起来佃种土地的。“夫下乡闽佃，先代相仍，久者耕
一主之田至子孙十余世，近者五六世、三四世，率皆致厚资，立田宅于祖里”，表明流民佃
种土地，依靠的是亲缘关系。“至子孙十余世”，甚至“有明数百年来，主佃乐康，各享饶
给，祖父之籍可覆按也”，这就很容易形成永佃关系，即因为一块土地长期由同一家族耕
种，这个家族就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视佃种这块土地为自己家族的权利；即使不是以家族方
式来佃耕，也是依靠同乡的方式来佃耕土地的，同样容易导致永佃关系。赣南佃耕者多为
闽广地区人，魏礼已指出，宁都佃耕的大多来自闽西附近。赣县、兴国等地则是“闽广流
人”居多，康熙八年，“赣属赣兴二邑，兵燹流亡，荒田独多”，在此安插的军士，“召募闽
广流人赁耕，旁郡邑赁耕者来如市”。[54] 这些具有相同血缘和乡缘的佃耕者之间很容易因
共同的利益而形成各种组织，前已申论赣南佃户反抗田主已出现了诸如“客纲”、“集贤会”
之类主要以闽、广之人为主的组织。这些组织扎根于乡土，并非一朝一夕能形成，必然和
起初他们来赣佃耕的方式有关，所谓“闽、广及各府之人，视为乐土，绳绳相引，侨居此
地”，即是当时情况写照。[55] 这样，在亲属和同乡之间利益趋同，“绳绳相引”佃耕土地，
私相传授必然不可避免，久之，就容易形成“永佃权”。 

其二，佃耕土地者一方面可能因田租便宜土地广阔而获利，另一方面可因转让土地的佃权
而致富。恰如魏礼所述：“率皆致厚资，立田宅于其祖里。彼然后招顶耕者，又获重价顶与
之而后归。”由此可以看出， 宁都“闽佃”不仅可以通过佃耕土地而致富，而且，随着土地的
升值，佃耕权的转让（即所谓“顶”）也可获得重金。“且旧佃既挟富厚而归，新佃乃复费重
资与顶耕，以自买灾害，绳绳相引，至于今不绝”，[56] 这段话清楚表明，佃户可通过转让
佃权而获利，而且这种情况在当时已很常见。“顶”即让人顶替自己耕种意思，每“顶”一
次，自然会使“顶费”提高一次，这就导致了田皮和田骨的分离，田皮价格高于田骨，“田有
田骨、田皮。田皮属佃人，价时或高于田骨。”[57] 通过佃权转让可以获得利益，也从一个
侧面说明土地在逐渐升值。前引《条覆乡例佃弊》亦言：“后遂成额，及太平日久，佃人坐
享厚利，遂有攒求田主发批为垦者矣。久之则有揭本求批，而给其原佃些须银两，成顶退
例者矣。”正是这种历经数百年之久形成的佃户私下“顶退”之惯例在商品经济发展、土地升
值的背景下使土地所有者——田主逐渐不满。 

明清经济作物的种植使佃耕获利较多。魏礼文中即有“佃户一石之田收至五石、四石，又有
杂种”，“杂种”可能是杂粮或经济作物。瑞金佃户的收入颇丰：“瑞邑之田价重租轻，大约



佃户所获三倍于田主，又有晚造、豆、麦、油菜及种芋与薯、烟、姜、菜之利，例不收
租。”[58] 南康县康熙年间的糖蔗种植，“岁煎糖可若干万石，……糖蔗悉系闽人赁土耕种，
……皆由里人利其重租不肯易业”；[59] 雩都的“闽人”也大种甘蔗，“然濒江数处，一望深
青，种之者皆闽人”。[60] 所以，魏礼说“故闽佃尝赤贫赁耕，往往驯至富饶，或挈家还本
贯，或即本庄轮奂其居，役财自雄，比比而是”。[61]  

田主的土地收益则相对减少。首先，一条鞭法后，赋役征派对象逐渐过渡到土地，作为土
地拥有者的田主，负担着各种赋役。正如魏礼《与李邑侯书》中所说的：“田主既费重价，
复输重粮，又有里长、经催逐年工食之费，五年丁册、十年粮册之费，又有火耗、解费、
耗米、水脚之费”。其次，中国遗产继承传统的诸子均分制，使大地产很容易被分割成小
块。北村敬直以宁都魏氏为例，分析了地主“析产”造成的土地细化，魏礼之父魏兆凤原本
有3200石租田，经过三次分割，到康熙四十一年（1702），其曾孙辈只剩下每人约150石
的规模。[62] 再次，土著种植经济作物较少，前引《南康县志》和《雩都县志》说“种之者
皆闽人”即可见种植者较少土著，瑞金也是“土著之人，为土为民；而农者，商者，牙侩
者、衙胥者，皆客籍也”[63] 。田主作为土地的所有者，在佃户从土地上获得的实际收益有
可能增加的情况下，自然会想办法在租佃关系之上增加各类附加名目。这样的转变，其实
是名义上拥有本地域范围内的山林、土地资源的田主，从土地获得收入方式的转变，即由
招徕劳动力垦殖土地、增加土地数量，转变为因单位面积土地收益的增加，而对土地加租
或变相加租。[64] 正因为土地价格上升，而佃人转让佃耕权又可获得重价，土著认为对土
地行使批赁权以增加土地所有权带来的收益是完全符合情理的，如果佃户不接受，佃户可
以不耕种，田主则可收回土地。他们质问佃户说：“假令田主多方苛索而佃人不堪，假令耕
田无厚利，假令数十年来旧例害实深，则各佃有弃田而走耳，尚肯携揭重本，攒求批退，
长养子孙数十年，趋利若骛如一日哉？” [65]  

由此，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田主附加了那么多名目在租佃关系之上，仍觉得合理，所
谓“佃户世席田主厚利，稍答田主之重费，尚未损其百一，不为过也。”[66] 其中，最核心
的是田主要求享有“批赁权”。田主对租佃的一切要求，都从其对土地的所有权而来，如前
面所讨论的，批赁是准许佃户耕种的手续，其实是田主土地拥有权的表现。但“批赁权”和
“永佃权”有明显的矛盾。既然转耕时（即“顶”或“退”）要经过田主批准，就意味着无法自由
转让佃权，更难以在转让中加价获利。实际上，这正是赣南抗租斗争的关键所在。清初赣
南各地抗租斗争要求如下表： 

清初赣南各地抗租斗争要求一览 

时间|地点|领导者|要求|资料来源 
顺治二年|石城|吴万乾|倡永佃，除桶面|道光《石城县志》卷7，《武事》 
顺治三年|瑞金|何志源等|八乡均佃|同治《瑞金县志》卷16，《兵寇》 
康熙九年|石城|吴八十|永佃|乾隆《石城县志》卷7，《兵寇》 
康熙二十七年|宁都|李矮等|纠佃户等抗租|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14，《武事》 
康熙五十二年|雩都|丘兰秀等|除赋蠲租|光绪《雩都县志》卷6，《武事》 
康熙五十二年|兴国|李鼎三|田骨田皮许退不许批|同治《兴国县志》卷46，《杂记》。 

以上六次抗租斗争，除了二次明确提到要求“永佃”外，其余如“八乡均佃”的意思，是“欲三
分田主之田，而以一分为佃人耕田之本。其所耕之田，田主有易姓，而佃夫无易人，永为
世业”，[67] 实际上还是“永佃”的权利；“田骨许退不许批”，意即允许佃户转让佃权（即
“退”）而无须田主批赁，也是要求“永佃”权利；按魏礼的《与李邑侯书》，宁都李矮的抗
租斗争要求废除“白水”等额外加租，如魏礼所指出的，“白水”其实是因“批赁”而产生的批礼
银的变种，也是一种对永佃权利的争夺。这样，田主与佃户的矛盾势必激化。由于赣南田
主大多为土著，佃户大多为流民，在明末清初动荡的社会背景刺激下，田主与佃户之间的
矛盾终于激化为夹杂着流民与土著冲突的抗租斗争。实际上，田主在佃户有组织的对抗
下，连正常的收租都很困难，更不用说维持对田地的“批赁权”了。魏礼的儿子魏世傚回忆
说：“予年十八，丁世变乱，佃户占租税，立万总、千总之号。田主履亩，则露刃相向，执
缚索货贿，无敢过而问者。”[68] 时人对当时情形有更清楚的描述：“康熙五十二年兴国田
贼李鼎山、雷上选等倡言，恩赦田租。因雩都田贼猖獗聚戈，乘机箍众数千，挟制官长，
邑侯张公稍从宽典，散归田里，后遂不可解矣！自是佃人抗欠，或顶退不明，虽绅士有力



之家，必经投其头领，候其处分，每值雨暘不时，则会众合议，六收、七收、八收，先期
传谕，归于划一，虽大熟倍获之田不能违议多交升斗，违则重罚。随之田主踵庄，唯唯听
命而已，兴邑之受其害者二十年矣。……二十五都之熊友先，一地方流棍，其初唆挟，不过
五六里之间，经山堂胡氏叠控不已，来县受计于一二讼师，归即聚众科敛，设立条款以与
主抗。七月廿日聚众多人，饮酒议事，设立头目。”[69]  

清中期以后，赣南此起彼伏的佃农抗租风潮渐渐平息。乾隆三十五年（1770）四月初四日
所立《江西宁都仁义横塘塍茶亭内碑记》，乃是江西布政司发文到州，“仰州属业佃人等知
悉，遵照后开奉宪严禁条款，永行禁革”。其碑规定： 

一田山批赁。田主按赁收租，佃户照批掌耕，彼此借以为凭，原不可废。但批赁时，田主
必索佃户批礼银，并创十年一批之说，殊属额外多取。嗣后凡遇易主换佃，方许换立批
赁；如主佃仍旧，则将初立批赁永远为照，不许十年一换。其批礼银，无论初批，换批及
苛索入学贺礼、帮纳差漕，一概禁革。 
一田皮退脚。查佃户之出银买耕，犹夫田主之出银买田，上流下接，非自今始，不便禁
革。但转展相承，将退脚银两渐次加增，以使退脚贵于田价，往往蔑视田主，抗租私退，
讼端由此而起。嗣后顶退时，前佃应协同新佃向田主说明立赁，不许私退，其退脚银两悉
照上手退字所载数目收受，不许任意加增。[70]  

这个碑文一方面规定废除“批礼银”，免除佃户的额外负担，另一方面也规定田皮转让不可
加增银两，实质等于官府以法律形式承认田皮可以自由转让。从这个碑文来看，田主和佃
户的利益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租佃冲突也渐由大规模的租佃斗争向单个佃户与地主的抗
租活动过渡。 

五、 结论 

由上可见，明末清初赣南频繁发生的抗租风潮乃是明中期以来山区开发、市场发育、流民
活动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导致的地域社会变革的结果。自16世纪以来，引起赣南社会变革的
始终是流民与土著两大社会力量。在某种意义上，清初赣南的主佃斗争，不仅是田主与佃
户之间的斗争，也可视为流民与土著之间的斗争（尽管流民、土著与佃户、田主并不是完
全对应的关系）。流民组织起来并与土著对抗，且在某种程度上获得官府支持的事实表
明，流民的力量已经成为地域社会中引人瞩目的部分。因此，在赣南地区，租佃斗争并非
是单纯阶级冲突的产物，其表现形式也不是单纯的佃农反抗地主，而是表现为流民与土著
这样的地缘人群之间冲突。从这个意义上，抗租风潮的频繁发生正是赣南地域社会力量正
在重新组合的表现。 

赣南租佃斗争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是田主与佃户围绕“永佃权”的争斗。科大卫（David 
Faure）根据珠江三角洲的经验，指出“永佃权”和获得定居权（the Right of Settlement）有
密切关系。[71]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明清时期赣南的租佃斗争中，佃户最后合法地获得“田
皮”的所有权，也表明明末清初主要由流民组成的佃户在地方社会的某些权利，已被赣南土
著社会所承认。因此，我们必须从流民与土著互动角度来理解赣南佃户争取“永佃权”的意
义。关于“永佃权”出现和田皮、田骨分离的关系，学界历来看法不一。有学者认为田皮出
现即标志着永佃权，有学者则认为“永佃权”产生在前，田皮田骨分离产生在后。[72] 实际
上，作为民间习惯法层面的“永佃权”，乃是一种动态的权利关系，涉及到事实和法理两个
层面。在法理上土著拥有山林土地资源的优先所有权，但在现实层面上由于“久佃成业”，
佃户也拥有一定的“佃权”，两者交织在一起，共同层叠在土地所有权上，随着外部情况的
变化而变动。换言之，“永佃权”的产生和田皮田骨分离孰先赎后，并无明确的对应关系，
“永佃权”之获得主要不取决于田皮和田骨分离出现于何时，更重要的是租佃关系中田主与
佃户之间的势力消长。在赣南则体现为流民与土著之间的斗争和妥协。 

行文至此，我们也许可以回答傅衣凌先生半个多世纪以前提出的疑问——闽赣毗邻地区明
末清初为何频繁发生的抗租风潮？我们注意到，赣南抗租中心地带宁都、石城、瑞金、兴
国等地流民大多来自闽西，大量流民进入导致赣南人地关系紧张，不可避免出现主佃冲
突。而闽西地区本来就因人地关系紧张才成为流民迁出地，特别是赣南的抗租斗争起源于



闽西宁化黄通抗租这一事实表明，闽西和赣南一样存在人地关系紧张和租佃斗争问题。正
因为如此，明末清初两地出现频繁的租农抗租风潮。清中期，赣南流民渐定居下来，人地
关系紧张局面通过把土地分割为“田皮”和“田根”得以暂时缓和，[73] 即田主和佃户（流民
与土著）实质上共同拥有土地权利，从而不再出现大规模的抗租风潮；闽西抗租风潮的平
息亦可作如是解释，闽西社会分化为以不在地主为主的核心区和以土豪与佃户为主的边缘
区亦有可能使主佃力量达到暂时均衡。[74] 由此出发，可以认为，明清时期南方地区普遍
出现的一田二主，甚至一田三主、四主的现象，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和佃农抗争的
结果，更根本的原因乃是人地关系紧张导致的对土地权利的共同享有，抗租风潮则是实现
这种共同享有土地权利的具体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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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地域社会论”的现状与课题》（太城裕子译），《暨南史学》（第二号），1999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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